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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结构调整的财富分布效应与福利影响

———以通过财产税提高直接税比重为例

吕　炜　杨林林　齐鹰飞

内容提要：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中国税制结构优化的重要环节。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

连续时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探讨了间接税比重下

降、财产税比重上升的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分布和福利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财产税的

不同征收形式以及税率调整的不同方式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研究表明，当财产税征收

面较大时，若通过同等程度增加不同个体税率来提高财产税比重，均可能导致公平和效

率的双重损失；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可以在均匀税率下通过仅对高财富人群征税从而

以极小的福利损失带来较大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改善，而采用累进性财产税税率形式甚

至可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红利；当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继续提高该比重通

常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尖锐权衡。因此，中国未来可以通过对高财富人群开征适当形式

的财产税，以提高直接税比重来实现税制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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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不仅是健全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完善地方税、进

一步调整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

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强调“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

５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央地财政关系与财政制度优化研究”（７２１３３００１）、“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
的财政制度研究”（７１８３３００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政府消费的生产率效应研究”（２１ＹＪＡ７９００４５）。作者感谢
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吕炜电子邮箱：ｗｅｉｌｖ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意味着提高直接税比重不仅仅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更有了较为明确的时间要求。从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近 １０年来中国主要的直接税比重的确
在稳步上升，间接税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这种看似趋势上的变化主要是由持续的减税降

费政策所引致，以间接税为主要对象的减税降费使得整体宏观税负和间接税比重持续下降（如图 １
所示）。① 提高直接税比重在税制改革意义上尚未真正破题。

这一改革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１）从构建直接税体系来审视，所得税已没有提高的空
间（楼继伟，２０２１），企业所得税可能进一步下调，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是由个人计征转向家庭计
征。未来可以开征的直接税主要集中在财产税类（即针对房产、土地、财物等的课税，如房地产税、

遗产税等），这类税由纳税人直接负担，征收阻力大，对核算和征管水平要求高，如何突破比所得税

更为困难。（２）更加困难之处在于，如何通过不同人群、不同税率的政策组合提前评估征收后对公
平和效率的影响，从而选择一个最优的改革方案，以期对纳税者行为和整体经济都产生有益的结

果。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实证意义上，以中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为前提，引入此类财产税的影响究

竟如何？在规范意义上，是否有必要征收此类财产税，如果征收，应采用何种形式？

图 １　中国税制结构变化趋势

尽管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配置始终是税制结构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已有研究并没有为上述

问题提供充分的回答。同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文献包括两类。其中一类文献主要着眼于最优税

制结构，最早可以追溯至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６），该研究提出了 Ａ－Ｓ定理，证明最优税收体系
可以仅通过非线性直接税来实现。在其基础上，后续研究沿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个方向是通过放

松假设扩展 Ａ－Ｓ定理的适用范围（Ｓａｅｚ，２００４；Ｊａｃｏｂｓ和 Ｂｏａｄｗａｙ，２０１４），第二个方向是引入多维
异质性或非完全理性等对其进行挑战，表明间接税是直接税的有益补充，是一种有效的税收工具

（Ｃｒｅｍｅｒ等，２００１；Ａｌｌｃｏｔｔ等，２０１８）。伴随着税制结构理论的逐步发展，亦有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
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另一类文献主要关注财产税设计问题。例如，Ｋｒｅｌｏｖｅ
（１９９３）较早分析了通过财产税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可持续性与效率损失，Ｇｕｖｅｎｅｎ等（２０１８）探讨了
对财富存量和财产性收入征税的差异性。在梳理相关文献后可以发现，现有税制结构研究所关注

的焦点在于，是否有必要在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中引入间接税；而关于财产税的研究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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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研究目的，图１中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间接税为增值税（包括营改增之前的营业税）和消费税之
和，对其他税种暂不做考虑，这也与相关文献中的普遍设定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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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其征收细节。然而，中国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通过征收财产

税来提高直接税比重会有何影响。现有研究能够为回答该问题提供参照、基础和启发，但尚不足

以给出答案。更为重要的是，现有关于税制结构的研究通常用所得税刻画直接税，几乎未涉及财

产税，由此也为将财产税引入税制结构分析留下了空间。

关于中国税制结构的研究也已取得长足进展，这些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经济与

税收发展规律、中国税收制度的趋势性变化等角度来分析中国进行税制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刘佐，

２０１０；高培勇，２０１５）。二是使用相关数据测度表明，中国税制整体是累退的，提高直接税比重可以
增强税收累进性、优化收入分配（岳希明等，２０１４；李华、任龙洋，２０１２）。三是是运用理论模型进行
研究，如严成睴和龚六堂（２０１２）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模拟了不同税种的政策效果；骆永民和樊丽明
（２０１９）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间接税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刘元生等
（２０２０）采用异质性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提高所得税比重对收入分配和总产出的影响。这些研究
探讨的问题同本文关注的问题显然有所区别。综上所述，构建适合的模型并量化分析由以间接税

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向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调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

价值。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财富和生产率异质性的连续时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职业

选择和金融摩擦，研究在宏观税负稳定约束下间接税比重下降、财产税比重上升的税制结构调整

对公平（财富分布）和效率（福利）的影响，并比较分析财产税的不同征收形式以及税率调整的不同

方式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主要发现为：（１）若是通过同等程度地增加不同个体的财产税税率来
使财产税比重上升，则无论采用均匀税率还是累进税率，在征收面较大的情况下，税制结构调整均

有可能导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２）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在均匀税率下仅对富人征收财产税
可以用较小的福利损失带来财富基尼系数的大幅下降，而采用累进性财产税税率形式甚至可能实

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红利；（３）当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若继续提高该比重，通常会面临公
平和效率的尖锐权衡，即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财产税税率形式，财富基尼系数在大幅下降的同时

必然导致较大程度的福利损失。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１）通过构建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为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
税制结构向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转型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从职业选择和消

费 －储蓄决策两个角度分析了直接税比重提高对财富分布和福利的影响，厘清了税制结构调整在
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机制；（２）在模型中引入均匀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财产税形式，基于数值模拟结
果比较分析了财产税的不同征收形式及税率调整的不同方式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对税制结构调

整做出了较为科学的综合性评价；（３）研究发现为关于税制结构的讨论提供了有益补充。现有税
制结构理论研究均在以直接税为主的前提下进行，且未将财产税纳入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则表

明，在一定条件下（比重低且采用累进税率），就公平和效率而言，通过征收财产税来提高直接税比

重是可行的。这一结论也为财产税税制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理论模型

借鉴 Ｋｉｔａｏ（２００８）、Ｍｏｌｌ（２０１４）、贾俊雪（２０１７）以及 Ａｃｈｄｏｕ等（２０２２）的建模思路，本文构建一
个引入职业选择和金融摩擦的异质性连续时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涉及的经济主体包括工

人、企业家、国有企业和政府。经济中的个体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财富 ａ和生产率（反映工作效率或

７



企业家能力）ｚ上，且随时间演化。在每一时刻，个体观察到自身生产率，并根据税后收入最大化决
定是成为企业家进行生产以获得利润，还是作为工人在劳动市场提供劳动以赚取工资。假设企业

家进行生产时除取决于自身生产率外，还面临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即所能使用的资本最多不得

超过个人财富的一定比例。假设工人获得的劳动收入也与自身的生产率相关。此外，在本文使用

的异质性模型中，通常需要额外引入一个单独部门来确定生产要素价格以方便求解，为此，本文还

假设存在代表性国有企业部门，且该部门不存在融资约束。假设政府主要通过征收间接税（增值

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基准模型设置财产税税率为 ０）来融资。
鉴于本文主要研究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故按照文献惯例，未将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或效

用函数。

（一）技术和偏好

根据 Ｍｏｌｌ（２０１４）以及贾俊雪（２０１７）的研究，假设异质性生产率 ｚ服从一个连续时间的马尔可
夫过程（Ｏ－Ｕ过程）：

ｄｚ＝μ（ｚ）ｄｔ＋σ（ｚ）ｄＷ （１）

其中，μ（ｚ）为漂移项，σ（ｚ）为扩散项，Ｗ为布朗运动。而个体还有另一个维度的异质性即财富
ａ，ａ和 ｚ的联合分布函数和联合概率密度分别为 Ｆ（ａ，ｚ）和 ｇ（ａ，ｚ），并随时间演化。

假设经济中存在个体的连续统，其目标为最大化预期终生效用：

Ｅ０∫
∞

０
ｅ－ρｔｕ（ｃ（ｔ））ｄｔ （２）

其中，Ｅ０为条件期望算子，０＜ρ＜１为贴现率，ｕ（·）为定义在消费 ｃ（ｔ）①上的 ＣＲＲＡ形式的
瞬时效用函数：

ｕ（ｃ（ｔ））＝ｃ（ｔ）
１－η

１－η
（３）

其中，η＞０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二）生产部门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即企业家部门和国企部门。

１企业家部门
假设每个选择成为企业家的个体均经营一家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率进行生产并获得利润，

其生产函数为：

ｙ＝ｚＡｅ（ｋ
αｌ１－α）ｖ （４）

其中，ｚ为企业家在每一时刻观察到的自身特定生产率，该生产率会随时间演化；Ａｅ为企业家
部门的整体生产率，并不随时间变动；ｋ为资本投入；ｌ为有效劳动投入。ｖ为“管理幅度”，代表产
出流向可变要素的份额，而其中又有 α的份额流向资本要素，（１－α）的份额流向劳动要素，（１－ｖ）
则是企业家为管理其投资项目而保留的作为租金的产出份额。

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体在ａ和ｚ两个维度具有异质性，且整个系统会随时间进行动态演化，则对不同个体而言理论上应
标注为 ｃｉ( )ｔ，而本文仅考虑稳态经济，为简单起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文之后省略个体标注 ｉ和时间标注 ｔ，但文中所有方

程对任何个体 ｉ在任意时间 ｔ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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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在劳动市场上以 ｗ的工资雇佣１单位有效劳动，在资本市场上以无风险利率 ｒ租赁资
本。假设经济中存在金融摩擦，遵循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企业家所能使用的资本最多不得超过

个人财富的一定比例，即存在如下形式的融资约束：

ｋ≤ λａ （５）

其中，ａ≥０为企业家自身所拥有的财富。λ≥１衡量了金融发展水平，λ越小表明金融摩擦程
度越大。假设 λ对所有经济个体而言都是相同的，即本文所考虑的融资约束不具有个体异质性。
需要指出的是，同质的 λ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尽相同。尤其是对于生产率较高但财富水平较低的
个体而言，若不存在融资约束，则其均会选择成为企业家；若存在融资约束，则其生产规模受到限

制，从而影响了职业选择，使其最终被迫选择成为工人。企业家在生产结束之后，资本以 δ的固定
比例进行折旧。此外，企业家还需要缴纳间接税，税率为 τｙ，表示经济中的增值税（包括营改增之
前的营业税）和消费税之和。

企业家在（５）式的约束下实现利润最大化：

Πｅ（ａ，ｚ；ｗ，ｒ）＝ｍａｘ（１－τｙ）ｚＡｅ（ｋ
αｌ１－α）ｖ－（ｒ＋δ）ｋ－ｗｌ （６）

由此可以得到企业家的资本和劳动需求分别为：

ｋ（ａ，ｚ；ｗ，ｒ）＝ｍｉｎλａ，（１－τｙ）ｚＡｅ
１
１－ｖ αｖ
ｒ＋( )δ

１－（１－α）ｖ
１－ｖ （１－α）ｖ( )ｗ

（１－α）ｖ
１{ }－ｖ

（７）

ｌ（ａ，ｚ；ｗ，ｒ）＝ （１－α）ｖ（１－τｙ）ｚＡｅ( )ｗ

１
１－（１－α）ｖ

ｋ（ａ，ｚ；ｗ，ｒ）
αｖ

１－（１－α）ｖ （８）

２国企部门
鉴于研究目的，本文尽可能简化对国企部门的刻画。假设经济中存在代表性国企部门，其生

产函数为：

Ｙｓ ＝ＡｓＫ
α
ｓＬ
１－α
ｓ （９）

其中，Ａｓ为该部门的生产率，Ｋｓ和 Ｌｓ分别为该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假设国企部门以与
企业家部门相同的价格雇佣劳动、租赁资本，资本以相同的比例进行折旧，并且产出也面临相同的

间接税税率。与企业家部门不同的是，假设国企部门不存在融资约束。

国企部门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１－τｙ）ＡｓＫ
α
ｓＬ
１－α
ｓ －（ｒ＋δ）Ｋｓ－ｗＬｓ （１０）

由此可以确定资本收益率和工资，分别为：

ｒ＝α（１－τｙ）Ａｓ
Ｋｓ
Ｌ( )
ｓ

α－１

－δ，　ｗ＝（１－α）（１－τｙ）Ａｓ
Ｋｓ
Ｌ( )
ｓ

α

（１１）

（三）个体最优

假设经济中的个体在每一时刻都面临着职业选择和消费 －储蓄决策。在每一时刻假设个体
拥有１单位劳动禀赋，个体在观察到自身生产率 ｚ后根据税后收入最大化选择成为企业家或工人。
根据之前分析可知，选择成为企业家所能获得的利润收入为 Πｅ（ａ，ｚ；ｗ，ｒ），并需要缴纳税率为 τ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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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所得税；成为工人则无弹性供给１单位劳动，所提供的有效劳动为 ｚθ（θ≥０），所获得的劳动

收入为 ｗｚθ。这表明，生产率更高的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选择成为工人也会

提供更多的有效劳动从而得到更高的劳动收入。假设劳动收入需要缴纳税率为 τｌ的个人所得税。
则个体的最优税后收入为：

Ｍ（ａ，ｚ；ｗ，ｒ）＝ｍａｘ｛（１－τπ）Πｅ（ａ，ｚ；ｗ，ｒ），（１－τｌ）ｗｚ
θ｝ （１２）

在经济个体进行职业选择确定其收入之后，可得其预算约束为：

ｄａ＝［Ｍ（ａ，ｚ；ｗ，ｒ）＋ｒａ－ｃ－τａ（ａ）ａ］ｄｔ （１３）

其中，τａ（ａ）为财产税，在基准模型中本文设定其值为０，后文将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个体在（１）式、（６）～（８）式以及（１２）式、（１３）式的约束下，选择消费以实现其效用（２）式最大

化，其最优选择可由如下汉密尔顿 －雅可比 －贝尔曼（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ＪａｃｏｂｉＢｅｌｌｍａｎ，ＨＪＢ）方程刻画：

ρｖ（ａ，ｚ）＝ｍａｘ
ｃ

ｃ１－η

１－η
＋ａｖ（ａ，ｚ）［Ｍ（ａ，ｚ；ｗ，ｒ）＋ｒａ－ｃ－τａ（ａ）ａ］＋

ｚｖ（ａ，ｚ）μ（ｚ）＋
１
２ｚｚ
ｖ（ａ，ｚ）σ２（ｚ） （１４）

该方程描述了工人和企业家的消费 －储蓄决策，其中 ｖａ，( )ｚ为值函数。由此可得：

ｃ（ａ，ｚ）＝［ａｖ（ａ，ｚ）］
－１／η （１５）

（１５）式表明，个体的最优消费决策取决于资产的影子价格（ａｖａ，( )ｚ）和消费跨时替代弹性
（１／η）。在个体得到最优消费后，可以前向地决定储蓄：

ｓ（ａ，ｚ）＝Ｍ（ａ，ｚ；ｗ，ｒ）＋ｒａ－ｃ－τａ（ａ）ａ （１６）

经济中个体的财富 ａ和生产率 ｚ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ｇ（ａ，ｚ）可由如下柯尔莫哥洛夫前向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Ｆｏｒｗａｒｄ，ＫＦ）方程给出：

０＝－ａ［ｓ（ａ，ｚ）ｇ（ａ，ｚ）］－ｚ［μ（ｚ）ｇ（ａ，ｚ）］＋
１
２ｚｚ
［σ２（ｚ）ｇ（ａ，ｚ）］ （１７）

（四）政府部门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分布和福利的影响，而不是估算最优税收规模，故假

设政府通过征税得到产出的一定比例，而未将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这也是研究税

制结构文献的一般性设定（严成睴、龚六堂，２０１２）。由之前分析可知，经济中的总产出为国企部门
和企业家部门产出之和，即：

Ｙ＝ＡｓＫ
α
ｓＬ
１－α
ｓ ＋∫［ｚＡｅ（ｋαｌ１－α）ｖ（１－１｛ｗｚθ＞Πｅ｝）］ｇ（ａ，ｚ）ｄａｄｚ （１８）

其中，１｛ｗｚθ＞Πｅ｝为指示函数，个体选择成为工人其值为１，反之则为０。
政府通过征收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获得税收收入，总税收收入为：

Ｔ＝∫［τｌｗｚθ１｛ｗｚθ＞Πｅ｝ ＋τπΠｅ（１－１｛ｗｚθ＞Πｅ｝）＋τａ（ａ）ａ］ｇ（ａ，ｚ）ｄａｄｚ＋τｙ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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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可以计算得到总税收占总产出的比重：

Ｔ／Ｙ＝τ （２０）

其中，τ由 τｌ、τπ、τａ和 τｙ共同决定，在基准模型中可由式（２０）计算得到，在进行税制结构调整
的政策实验时，始终保持该比重不变，即宏观税负稳定。

（五）竞争均衡

根据以上分析，定义如下竞争均衡：（１）给定税率、利率和工资，个体（工人和企业家）实现最
优，由（６）～（８）式以及（１２）～（１６）式给出；（２）给定税率、利率和工资，代表性国企部门实现利润
最大化，由（１１）式给出；（３）政府预算平衡，由（２０）式给出。

资本市场出清公式为：

Ｋｓ＋∫ｋ（ａ，ｚ；ｗ，ｒ）（１－１｛ｗｚθ＞Πｅ｝）ｇ（ａ，ｚ）ｄａｄｚ＝∫ａｇ（ａ，ｚ）ｄａｄｚ （２１）

其中，等式左侧为国企部门和企业家部门的资本需求之和，右侧为资本供给，即经济中所有个

体的总财富。

劳动市场出清公式为：

Ｌｓ＋∫ｌ（ａ，ｚ；ｗ，ｒ）（１－１｛ｗｚθ＞Πｅ｝）ｇ（ａ，ｚ）ｄａｄｚ＝∫ｚθ１｛ｗｚθ＞Πｅ｝ｇ（ａ，ｚ）ｄａｄｚ （２２）

其中，等式左侧为两个生产部门的有效劳动需求之和，右侧为选择成为工人的个体有效劳动

总供给。根据瓦尔拉斯法则，产品市场自动出清。

综上所述，在生产率 ｚ由（１）式给定、ｇ（ａ，ｚ）由（１７）式给定的情况下，竞争均衡由满足（６）～
（８）式、（１１）～（１６）式以及（１８）～（２２）式的｛ｃ，ｓ，ａ，Πｅ，Ｍ，ｋ，ｌ，Ｋｓ，Ｌｓ，Ｙ，Ｔ，τ，ｗ，ｒ｝刻画。

三、参数校准、模型评价与机制分析

（一）参数校准

对于第二部分构建的异质性主体模型，可以利用 Ａｃｈｄｏｕ等（２０２２）提出的隐性迎风算法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ｕｐ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ｍｅ）数值求解，求解的关键是 ＨＪＢ方程（１４）式和 ＫＦ方程（１７）式。

首先，根据贾俊雪（２０１７）的研究，假设生产率随机过程（１）式采用以下具体形式：

ｄｌｏｇｚ＝－φｌｏｇｚｄｔ＋σｄＷ （２３）

其中，参数 φ＞０刻画了生产率变化的持续性，与 σ＞０共同决定了生产率的异质性。根据贾
俊雪（２０１７），φ和 σ的值分别设定为０２８６和０６１１。

其次，对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η、资本折旧率 δ、贴现率 ρ，文献中的取值范围通常分别为［０５，
３５］、［００２５，０１１０］、［００２，００８］，本文根据 Ｐｅｎｇ（２０１９）和 Ｍｏｌｌ（２０１４）的研究分别将 η设为
１５、δ设为００６、ρ设为００５。对于管理幅度参数 ｖ，即规模报酬递减参数，一般在 ０８左右，其中
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献如贾俊雪（２０１７）和 Ｐｅｎｇ（２０１９）将其设定为０８３，本文也取该值。根据 Ｃｕｒｔｉｓ
（２０１６）的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值在 ０５左右，在本文中劳动收入份额为（１－α）ｖ，即
（１－α）ｖ＝０５，由此可得 α＝０４。融资约束参数 λ反映了外部融资与 ＧＤＰ之比，根据贾俊雪
（２０１７）的分析，校准该参数为１１５。根据 Ｃ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９），将国企部门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Ａ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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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为１，而企业家部门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Ａｅ＝１４２。根据 Ｒａｄｉｍ和 Ｊｏｚｅｆ（２０１２）的设定，可以将
工作效率与企业家生产率视为等价，即同一经济主体在创业或工作岗位上的生产率相同，则 θ＝１。

最后，对于税制结构参数 τｙ、τπ、τｌ，本文利用实际数据进行校准。第一步，根据骆永民和樊丽
明（２０１９），将宏观税负 τ设为２０％；第二步，根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间接税（增
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之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之间比例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平均值，分别

为６４８２％、２６３８％、８８０％，以此代表中国现行税制结构；第三步，在其余参数给定的前提下，通
过对 τｙ、τπ、τｌ赋值，并对基准模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模型产生的总税收占总产出的比重以及各
税种之间的比例关系，若相关指标与第一步和第二步得到的数据有所不同，则对税率做出针对性

调整，直至模型产生的宏观税负以及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之间的比例关系与现实数据

相同，最终得到平均税率分别为１２９６％、２１７０％和３８１％。
（二）模型评价

为保证政策分析的可靠性，有必要首先进行模型评价。借鉴 Ｋｉｔａｏ（２００８）和 Ｐｅｎｇ（２０１９）的模
型评价方法，本文将基准模型产生的数据与实际数据进行比较。首先，鉴于本文研究的是税制结

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因此，本文的参数设定保证了模型产生的税制结构与现实数据一致。其次，考

虑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拟合效果。鉴于本文所构建的是企业动态模型，使用企业家人口占

比、企业家部门 ＧＤＰ占比、资本 －产出比来进行评价。最后，考虑模型对中国财富分布的拟合效
果，使用财富分布分位数和财富基尼系数进行评价。综合来看，表 １说明模型结果与实际数据较
为接近，意味着模型对现实经济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表 １ 模型拟合

指标 模型结果 实际数据 来源

宏观税负 ２０％ ２０％ 骆永民和樊丽明（２０１９）

间接税占比 ６４８２％ ６４８２％ 计算所得

企业所得税占比 ２６３８％ ２６３８％ 计算所得

个人所得税占比 ８８０％ ８８０％ 计算所得

企业家人口占比 ９８％ ９２％ Ｂａｒｎｅｔｔ等（２０１９）

企业家部门的 ＧＤＰ占比 ６７％ ６０％ Ｃａｉ等（２０１８）

资本 －产出比 ２７３ ２５～３３ 陈昌兵（２０１４）

前 １０％财富占比 ５６３％ ５７７％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中间 １０％ ～５０％财富占比 ３６８％ ３４２％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后 ５０％财富占比 ６９％ ８１％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财富基尼系数 ０６０１ ０６１７ 李实等（２０１８）

　　注：对于中国企业家人口占比，Ｂａｒｎｅｔｔ等（２０１９）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得到企业

家的比例平均为９２％。对于企业家部门的 ＧＤＰ占比，参照 Ｃａｉ等（２０１８）设为 ６０％，这与中国政府网公布的“民营经济贡献了

６０％以上的 ＧＤＰ”相一致。而陈昌兵（２０１４）表明，２００８年后中国的资本 －产出比在 ２５和 ３３之间。此外，根据《中国民生发展

报告２０１６》，中国２０１４年前１０％、中间１０％ ～５０％以及后５０％的家庭分别拥有５７７％、３４２％和８１％的财富份额。中国目前尚

无公开的官方财富基尼系数，李实等（２０１８）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据得到２０１３年财富基尼系数为０６１７。

（三）税制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

税制结构调整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１）职业选择。税制结构调整会通过影响选择成

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

为工人和企业家的税后收入相对大小来影响职业选择，进而影响产出以及财富分布等。（２）消
费 －储蓄决策。在进行职业选择之后，税制结构调整也会通过影响消费 －储蓄决策来影响消费、
福利以及财富分布等，且对不同财富及生产率的个体影响不尽相同。

　　　　　　　　图 ２　职业选择　　　　　　　图 ３　企业家分布　　　　图 ４　不同个体的消费 －储蓄决策　　　

首先考察职业选择。图２表明，在给定税制结构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最低的生产率水平 ｚｍｉｎ，

只有当个体的 ｚ≥ｚｍｉｎ时才可能成为企业家，而且对于 ｚ≥ｚｍｉｎ的每一个个体，还存在一个财富的临界

值 ａｍｉｎ（ｚ），即当 ｚ≥ｚｍｉｎ且 ａ≥ａｍｉｎ（ｚ）时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否则个体会选择成为工人。① 而当税

制结构进行调整时，会通过影响 ｚｍｉｎ和 ａｍｉｎ（ｚ）来影响职业选择，当然也会对工资 ｗ和资本收益率 ｒ

产生影响，最终会影响每一个个体的税后收入（１－τπ）Πｅ（ａ，ｚ；ｗ，ｒ）和（１－τｌ）ｗｚ
θ的相对大小进而

影响职业选择。因此，税制结构调整除了会影响所有个体的税后收入外，也会通过影响职业选择，

尤其是占比较大的生产率较高但财富水平较低的个体的职业选择，进而对整个经济的产出以及财

富分布产生较大的影响。②

接下来考察消费 －储蓄决策。由图 ４可以看出，不同生产率个体的储蓄函数有很大差异，这

也从侧面印证了之前所分析的职业选择机制。③ 此外，财产税本身就出现在储蓄函数中，故而税制

结构调整本身就会直接影响决策。由储蓄函数 ｓ（ａ，ｚ）＝Ｍ（ａ，ｚ；ｗ，ｒ）＋ｒａ－ｃ－τａ（ａ）ａ可知，税制

结构调整不仅会通过 Πｅ（ａ，ｚ；ｗ，ｒ）和 ｗ影响 Ｍ（ａ，ｚ；ｗ，ｒ），财产税的征收也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可

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其消费 －储蓄决策，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其财富水平的降低和经济中总资本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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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图２所示，经济中的职业选择结果最终由财富和生产率联合决定。当个体生产率较低时，无论其财富水平高低，均只
能选择成为工人，即此时选择成为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均大于选择成为企业家所获得的利润收入。然而，由于存在金融摩擦，生

产率较高的个体并不能都成为企业家，个体财富水平会影响职业选择，即对于财富水平较低的个体，其最优资本受到融资约束限制。

由前文分析可知，税制结构调整主要会影响最优资本受到融资约束限制的经济主体，即生产率较高但财富水平较低的个

体的职业选择。但由图３可知，无论从企业家的人口、财富还是产出分布来看，财富水平较低的企业家占比均很高。
由于个体有财富和生产率两个维度的异质性，故储蓄函数图为三维。在此为方便分析，将生产率分为高中低三类，并分

别展示了不同生产率个体的储蓄函数。由图４可知，在财富水平相同时，高生产率个体的储蓄远高于中低生产率个体。对于低生
产率个体而言，如果其财富同时较低，则其储蓄为正，随着财富的增加，储蓄逐渐减小并变为负。这是因为生产率具有不确定性，

个体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但低生产率个体均为工人，其最优化问题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故而会消耗其财富以

增加其消费和效用。而中高生产率个体在财富较低时为工人，但在财富 ａ≥ａｍｉｎ（ｚ）时会选择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会进行利润最大

化和效用最大化两个优化问题，由于存在融资约束，企业家所能使用的资本受限于其自身财富水平，则企业家有很强的动机进行

财富积累，从而打破融资约束，以实现企业的扩张。也就是说，企业家除了会进行预防性储蓄，还会进行自融资，正是这种自融资

机制的存在才会使得企业家具有很高的储蓄率。也正是工人和企业家具有不同的储蓄动机，使得个体在进行职业转换时（财富达

到临界值，由工人变为企业家）储蓄会有突变，即在储蓄函数中有一个转折点。储蓄的另一面即为消费，在此不再分析。



降，从而对产出、消费以及财富分布等均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对不同人群征收财产税以及不同税

率调整方式显然会使得政策效果不尽相同。

四、税制结构调整的反事实分析

首先，本部分对财产税的可能征收形式以及在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时财产税的调整方式进行简

要分析。其次，在基准模型基础上，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考察税制结构调整（间接税比重下降、财

产税比重上升）的政策效果。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财产税的可能征收形式及税率调整方式

由于中国尚未开征本文所探讨的针对财富存量征收的财产税，因此需要对其可能的征收形式

进行简要分析。首先，财产税征收可以考虑均匀税率形式。其中，最简单的形式是对经济中的所

有个体征收相同税率的财产税，即 τａ（ａ）＝τａ。但这显然与财产税的初衷相违背，因此本文仅将其
作为一种参照。与个人所得税类似，本文认为财产税应该具有起征点（或免征额），即 τａ（ａ）＝
０　ａ≤ａ

τａ　ａ＞{ ａ
，也就是说，对某一财富水平以下的人群不征收财产税，对该财富水平以上的人群征收

相同税率的财产税。如图５所示，可以选择对中产阶级以上征收（即财富水平前 ５０％人群）、对较
富人群征收（即财富水平前２０％人群）、对富人征收（即财富水平前１０％人群），而税制结构调整可
以通过改变 τａ的值来调整财产税占比。此外，财产税的征收也可能采用累进税率形式（世界税制
现状与趋势课题组，２０１７）。如图 ６所示，在此考虑以下三种较为一般的形式，即线性税率形式

τａ（ａ）＝ｋ１ａ＋ｂ１、凸性税率形式 τａ（ａ）＝ｋ２（ａ＋ｋ４ａ
２
）＋ｂ２以及凹性税率形式 τａ（ａ）＝ｋ３槡ａ＋ｂ３。

也就是说，随着财富水平的上升，其所对应的财产税税率也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尽相同，而当进

行税制结构调整时可以通过调整平均税率 ｂ１、ｂ２、ｂ３或调整累进性程度 ｋ１、ｋ２、ｋ３的值来调整财产
税的占比。

图 ５　均匀税率下对不同人群征收财产税　　　　　　　　　图 ６　不同累进税率形式

（二）比较静态分析

本部分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探讨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情况下间接税转为财产税的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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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对公平和效率的影响。在此，用财富基尼系数来衡量公平，用社会总福利①来衡量效率。

根据研究目标，在宏观税负稳定约束下进行三组政策实验：第一，降低间接税，同时采用均匀税率

来提高财产税比重；第二，降低间接税，同时采用累进税率并通过同等程度增加不同个体财产税税率

来提高财产税比重；第三，降低间接税，同时采用累进税率并通过增加累进性程度来提高财产税比重。

１均匀税率情况下对不同人群征收财产税②

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基尼系数和福利的影响如图 ７所示。③ 在均匀税率下，该影响有以下特
点。其一，当财产税征收面较大，即对所有个体或对财富水平前５０％的人群征收财产税时，该类税制
结构调整会使财富基尼系数上升、福利水平降低，即会带来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其二，当财产税

征收面较小，即仅对财富水平前２０％或前１０％的人群征收财产税时，税制结构调整会使财富基尼系
数大幅下降，同时也会使福利水平有所降低，即此时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其三，在财产税征收

面较小的情况下，对于同等程度的税制结构调整，当财产税比重较低时，征收面越小，财富基尼系数下

降程度越大且福利损失越小，如通过对财富水平前１０％的富人征收财产税使其占比为２％，仅会使福
利水平降低００９３％，却可以使财富基尼系数下降１８７％，即此时可以以极小的福利损失带来较大的
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改善；而当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征收面越小，财富基尼系数下降程度仍然

越大但同时福利损失也越大，即此时若继续提高财产税比重，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尖锐选择。

图 ７　均匀税率下税制结构调整与财富基尼系数和福利变化

那么，提高财产税比重何以在征收面较小时会使财富基尼系数下降而征收面较大时却刚好相

反呢？本文认为原因有二。第一，随着间接税比重的下降，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所能获得的收入

Πｅ（ａ，ｚ；ｗ，ｒ）有所提高。此时若同等程度地提高财产税比重且征收面较小，会大幅降低其储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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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遵循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以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期望终生效用总和作为福利评价的标准，即通过 Ｗ＝∫ｖ（ａ，ｚ）ｇ（ａ，ｚ）
ｄａｄｚ可得稳态时整个经济的总福利水平。

在此考虑４种情形：模拟对经济中所有个体征收相同税率的财产税并调整该税率使财产税占总税收比重从０提高到１０％，
同时降低间接税比重以保持 Ｔ／Ｙ＝０２的约束始终成立；分别模拟对经济中部分群体如财富较高的前５０％、前２０％或者财富最高的前
１０％人群征收相同税率的财产税并调整该税率使财产税占比从０提高到１０％，同时降低间接税比重以保持Ｔ／Ｙ＝０２的约束始终成立。

限于篇幅，本文在此没有报告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分布分位数以及产出、消费等变量的影响，也没有报告其对企业家人

口占比、企业家部门产出占比和企业家部门 ＴＦＰ等变量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机，从而使经济中的总资本减少，劳动需求降低，进而使工资水平下降，即此时选择成为工人所能

获得的工资收入 ｗｚθ降低。这对生产率较高但财富水平较低的个体而言，会使（１－τπ）Πｅ（ａ，ｚ；ｗ，

ｒ）≥（１－τｌ）ｗｚ
θ，导致企业家占比上升，且增加的主要是财富水平较低的企业家，从而改善财富分

布。但是，若征收面较大，会使得工资水平提高，即 ｗｚθ提高，则此时对（１－τπ）Πｅ（ａ，ｚ；ｗ，ｒ）和

（１－τｌ）ｗｚ
θ相对大小的影响并不能确定，从而对职业选择影响较小。第二，由储蓄函数 ｓ（ａ，ｚ）＝

Ｍ（ａ，ｚ；ｗ，ｒ）＋ｒａ－ｃ－τａ（ａ）ａ可知，财产税的征收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消费 －储蓄决策。当征收面
较小时，并不会直接改变低财富人群的消费 －储蓄决策，但对于财富水平较高的人群，财产税的征
收会大幅降低其储蓄动机，使其财富占比有所下降，从而也会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但当征收面

较大时，会使大多数人群的储蓄均有小幅下降，从而对财富分布影响也会较小。综合以上分析，当

财产税征收面较小时，税制结构调整会通过影响职业选择使得更多的中产阶级成为企业家从而较

大幅度地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占比，也会通过消费 －储蓄决策降低富人的储蓄动机从而较大幅度
地减少富人的财富占比，最终使财富基尼系数大幅下降。但当征收面较大时，对职业选择影响较

小，且对各财富水平人群的消费 －储蓄决策影响较为接近，最终使得经济中富人财富占比略微上
升而穷人财富占比有所下降，从而导致财富基尼系数有小幅上升。

而且，在均匀税率下，社会总福利水平均会随着财产税比重的上升而下降。其原因有二。第

一，降低间接税会增加所有个体的福利水平，但当对所有个体都征收财产税时，增加财产税所带来

的福利水平的下降大于降低间接税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上升，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水平有所降

低；而当仅对部分人群征收财产税时，税制结构调整会小幅度增加财富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的福

利水平，却相对大幅度减少了财富水平较高的人群的福利水平，从而使得社会总福利水平有所降

低。第二，税制结构调整虽然会使企业家人口占比、产出占比以及该部门 ＴＦＰ均有所增加，但同时
也会降低储蓄动机导致总资本减少，从而会使产出下降。此时虽然消费占比有所增加，但由于总

产出的下降，消费水平仍会下降，这会导致社会总福利水平进一步降低。

２采用累进性财产税形式并通过同等程度改变税率来调整财产税

图 ８　累进税率下调整平均税率的税制结构调整与财富基尼系数和福利变化

本文接下来考察采用累进性财产税形式并且通过调整平均税率（同等程度地改变不同个体的

税率）来提高财产税比重的税制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图 ８表明，该类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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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影响是“Ｕ型”的，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Ｕ型”的。换言之，当财产税比重较低时，税制结
构调整会使财富基尼系数大幅下降，同时也会使福利水平有小幅上升，即会带来公平和效率的双

重红利；但是当财产税达到一定比重后，财富基尼系数会缓慢持续上升，福利水平也会快速下降，

即会带来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

这是因为：第一，若财产税比重较低，该类税制结构调整仍然会通过影响职业选择较大幅度地

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占比，而且财产税比重较低时仅需对财富较高者征税，从而会使富人所占的

财富份额快速下降，最终使财富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第二，随着财产税比重的上升，在逐步增加税

率的同时也在扩大征收面，最终会对经济中的所有个体都征收财产税。此后，若继续提高财产税

比重，只能同等程度地增加财产税税率，而征收面不会再有所扩大。虽然此时财富水平越高税率

越高，但是财富水平越低其税负增加幅度相对越大，这会导致富人所占财富份额小幅上升而中产

阶级所占财富份额略有下降，最终会使财富基尼系数小幅上升。

而且，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由于仅需对财富较高者征税且财富水平越高税率越高，税制结构

调整会使少数财富水平较高的人群福利水平下降，而使多数财富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福利水平上

升，从而使社会总福利水平小幅上升。但在财产税比重较高时，需要对经济中的所有个体都征收

财产税，而增加财产税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下降大于降低间接税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上升，从而

使所有个体的福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水平大幅下降。

３采用累进性财产税形式并通过改变累进性程度来调整财产税

图 ９　累进税率下调整累进性程度的税制结构调整与财富基尼系数和福利变化

进一步地，接下来考察采用累进性财产税形式并且通过调整累进性程度（即财富越高的个体

不仅税率越高，在提高财产税比重时税率增加幅度也越大）来提高财产税比重的税制结构调整的

政策效果。图９表明，该类税制结构调整会使财富基尼系数下降，且凸性税率形式使其下降幅度

最大。对于同等程度的税制结构调整，当财产税比重较低时，凸性税率形式会使福利水平略有上

升，线性税率形式基本使其保持不变，凹性税率形式会使其有小幅下降；而当财产税比重较高时，

也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尖锐选择，即凸性税率形式使财富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大的同时福利损失

也最大，线性税率形式次之，凹性税率形式虽然使财富基尼系数下降程度最小，但对福利水平的影

响也是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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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结论，在此以线性税率形式为例进行说明。第一，随着间接税比重的下

降，若对不同财富水平的个体同比例提高财产税税率，则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税率累进性，降低穷人

的税负而提高富人的税负，从而使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第二，该类税制结构调整仍然会通

过影响职业选择使中产阶级更多地选择成为企业家，从而较大幅度增加其财富占比，这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第三，由于财富水平越高，财产税税率上升幅度越大，则税制结构

调整会大幅降低高财富人群的储蓄动机，从而会使经济中富人所占的财富份额较大幅度的下降，

这也会缓解财富不平等程度。综合以上分析，税制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不同财富个体的税负、职业

选择和消费 －储蓄决策使财富基尼系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而且，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税制结构调整会使财富水平较高的人群福利水平下降而使财富

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福利水平上升，从而对社会总福利水平影响较小。然而，当财产税比重较高

时，虽然税制结构调整仍然会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但由于此时经济中的总产出和总消费快速下

降，从而会使社会总福利水平快速下降。

（三）稳健性检验

通过反事实分析，本文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为探究这些结论是否依赖于参数取值，且考虑到 τ
的取值对结果影响可能较大，θ的取值缺乏数据支撑，ｖ和 α的取值在文献中也不尽相同，本文对其
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结果表明，在不同参数取值下，本文核心结论并不发生变化，因此前文得出的

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税制、稳定税负”以及“十四五”规划始终在强调的

“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为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职业选择和金融摩擦的异质性

连续时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间接税比重下降、财产税比

重上升的税制结构调整对公平和效率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财产税的不同征收形式以及税率调整

的不同方式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发现模型可以较好地匹配中国现行

税制结构、财富分布以及相关宏观经济变量。模拟结果表明，税制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职业选择

和消费 －储蓄决策两个渠道来影响产出、消费以及不同财富水平个体的储蓄动机，进而引起财富
分布和福利的变动。

政策反事实分析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三点。（１）若通过同等程度增加不同个体的财产税税率来
使财产税比重上升，当征收面较大时，无论采用均匀税率还是累进性税率形式的财产税，税制结构

调整均有可能导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具体而言，若采用均匀税率，在仅对财富较高的人群

（征收面低于４２２％，如前２０％或前１０％）征收财产税时，税制结构调整才不会导致公平和效率的
双重损失；若采用累进税率，随着财产税比重的提高，征收面也逐渐扩大，当征收面达到一定程度

后，继续加征财产税会对财富分布和福利均产生不利影响。（２）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若采用均匀
税率，则可以通过仅对富人征税从而以极小的福利损失带来较大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改善，而若

采用累进性税率形式，甚至可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红利。（３）当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
若继续提高其比重，通常会导致公平和效率的两难选择，即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财产税，均须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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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福利损失才可能换来较大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改善。

本研究可以为未来财产税税制设计提供参考方向。首先，应将财产税纳入整体税制结构做全

盘考虑，通过对财产的持有环节征税，使其达到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地方税体系结构的双重目

的，最终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财产税体系。其次，针对财富存量征收的

财产税，在设计其具体税率形式时，应该以绝不触及纳税人维持基本生活的财产为前提，合理确定

免税范围，科学设置税收优惠和减免条款，而且要灵活设计差别化税率，加大对财产性收入的累进

课征，强化对个人财富存量的调节，尽量发挥其提升税制公平的功能。再次，通过财产税来提高直

接税比重应在合理区间内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这样才可以在不损害效率或效率损失较小的前提

下改善财富分布，在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根据具体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权衡选择。最后，

在中国当前税制结构中，财产税基本缺失，而中国家庭财富中房产价值占比接近 ７０％，如此巨大的
潜在税基却仍未纳入税收体系，这显然表明当前中国税制结构与税基脱节，因此可以将现行房地

产税收体系整合为新的财产税，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房地产税开征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１陈昌兵：《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２高培勇：《论完善税收制度的新阶段》，《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３贾俊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４李华、任龙洋：《中国省级税制结构优化：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红利》，《财贸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５李实、岳希明、［加］史泰丽、［日］佐藤宏等：《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Ⅴ》，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６刘元生、李建军、王文甫：《税制结构、收入分配与总产出》，《财贸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７刘佐：《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趋势研究》，《财贸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８楼继伟：《面向２０３５的财政改革与发展》，《财政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９骆永民、樊丽明：《宏观税负约束下的间接税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１０世界税制现状与趋势课题组：《世界税制现状与趋势（２０１６）》，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１１严成睴、龚六堂：《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评价》，《世界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１２岳希明、张斌、徐静：《中国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测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１３Ａｃｈｄｏｕ，Ｙ．，Ｈａｎ，Ｊ．，Ｌａｓｒｙ，Ｊ．，Ｌｉｏｎｓ，Ｐ．，＆Ｍｏｌｌ，Ｂ．，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ｉｍ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８９，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４５－８６．

１４Ａｌｌｃｏｔｔ，Ｈ．，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Ｂ．，＆Ｔａｕｂｉｎｓｋｙ，Ｄ．，Ｒａｍｓｅ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Ｂａｃｋ：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Ｔａｘａｎｄ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８．

１５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Ａ．Ｂ．，＆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Ｊ．Ｅ．，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Ｖｅｒｓｕ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６，Ｎｏ１－２，１９７６，ｐｐ５５－７５．

１６Ｂａｒｎｅｔｔ，Ｗ．，Ｈｕ，Ｍ．，＆Ｗａｎｇ，Ｘ．，Ｄｏｅｓ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４１，Ｎｏ４，２０１９，ｐｐ１２－２１．

１７Ｃａｉ，Ｄ．，Ｓｏｎｇ，Ｑ．，Ｍａ，Ｓ．，Ｄｏｎｇ，Ｙ．，＆ Ｘｕ，Ｑ．，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５８，Ｎｏ１１，２０１８，ｐｐ２４６－２５８．

１８Ｃｈａｎｇ，Ｃ．，Ｌｉｕ，Ｚ．，Ｓｐｉｅｇｅｌ，Ｍ．，＆Ｚｈａｎｇ，Ｊ．，Ｒｅｓｅｒ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３，Ｎｏ５，２０１９，ｐｐ３３－５１．

１９Ｃｒｅｍｅｒ，Ｈ．，Ｐｅｓｔｉｅａｕ，Ｐ．，＆Ｒｏｃｈｅｔ，Ｊ．Ｃ．，ＤｉｒｅｃｔＶｅｒｓｕ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２，Ｎｏ３，２００１，ｐｐ７８１－８００．

２０Ｃｕｒｔｉｓ，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７，２０１６，ｐｐ２２５－２４５．

９１



２１Ｇｕｖｅｎｅｎ，Ｆ．，Ｋａｍｂｏｕｒｏｖ，Ｇ．，Ｋｕｒｕｓｃｕ，Ｂ．，ＯｃａｍｐｏＤｉａｚ，Ｓ．，＆Ｃｈｅｎ，Ｄ．，ＵｓｅＩｔｏｒＬｏｓｅＩ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Ｇ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Ｗｅａｌｔｈ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６２８４，２０１８．

２２Ｊａｃｏｂｓ，Ｂ．，＆Ｂｏａｄｗａｙ，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７，Ｎｏ９，２０１４，ｐｐ２０１－２１０．

２３Ｋｉｔａｏ，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４４－６９．

２４Ｋｒｅ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５１，Ｎｏ３，１９９３，ｐｐ４１５－４３５．

２５Ｍｏｌｌ，Ｂ．，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ｏ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ｅｌ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Ｕｎｄ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１０，２０１４，ｐｐ３１８６－３２２１．

２６Ｐｅｎｇ，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ｒｙ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３，２０１９，

ｐｐ２６７－２８２．

２７Ｒａｄｉｍ，Ｂ．，＆Ｊｏｚｅｆ，Ｚ．，ＡＦｌａｔ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ｉｔｈ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２２，Ｎｏ１２，２０１２，ｐｐ１３１３－１３４５．

２８Ｓａｅｚ，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ｒｕｎＶｅｒｓｕｓＬｏｎｇｒｕ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８，

Ｎｏ３－４，２００４，ｐｐ５０３－５１８．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
ＬＶＷｅｉ，ＹＡＮＧＬｉｎｌｉｎ，ＱＩＹｉｎｇｆｅｉ

（Ｄｏｎｇ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６０２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ｉｍ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ｗ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ｂ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ａｔ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ｗｈｉｌ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ｅａｌｓ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ｏｆｔａｘｒａｔ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ａｘｒａｔ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ｔｏ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ｉｔｍａｙ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ｌｏｓｓｏｆｅｑｕ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ｕｔｏｎｌｙｉ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ｉｓｌａｒｇｅｅｎｏｕｇｈ．Ｇｉｖｅ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ｅｒ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ｏｓｓｂ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ａｕｎｉｆｏｒ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ｏｎｌｙｏｎｔｈｅｒｉｃ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ｉｓｅｖｅ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ｙ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

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ｅｖｅｌ，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ｔｗｉｌｌｆａｃｅａｈａｒｄｃｈｏｉ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ｑｕ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ｎｂ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ｌｅｖｙｉｎｇａ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ｏｎｔｈｅｒｉｃｈ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ｔａ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ｌｆａｒｅ

ＪＥＬ：Ｅ６２，Ｄ３１，Ｈ２１

责任编辑：无　明

０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